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闪回，心理学专业术语，指个体

不由自主地、反复回忆灾难的图像，

伴随强烈的情绪和心理反应。

对71岁的退休教师陈芳来说，

闪回由老伴生前的一个个生活碎片

拼接而成。

老伴因感染新冠肺炎离世。非

常时期，陈芳还没来得及好好告别，殡

仪馆便拉走了老伴。一个环节让她始

终难以释怀：丈夫曾是体育老师，身体

一向不错。如果当时能住上院，及时

得到救治，可能就不会出事了。

一切与逝者无关的记忆仿佛都

被清除。拿起早餐，老伴生前爱吃奶

黄包的画面时时在脑海中闪现。“走

不出”的境遇就像一个沼泽，困住了

她的大脑。

世卫组织在2003年出版的《紧

急情况下的心理健康》提到，大型灾

难发生一年内，超过20%的人可能出

现严重的心理疾病，需要长期心理干

预。中科院心理研究所的研究显示，

2008年“5·12”汶川地震6个月后，

青少年创伤后应激障碍发生率高达

9.7%，而SARS两年后，有10%左右

的受灾人群出现创伤后应激障碍。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湖北省心

理咨询师协会和武汉精神卫生中心率

先开通了咨询热线。其后，国内上百

家心理学会、心理咨询机构、医院共开

通免费心理援助热线613条。国家卫

健委还派出415名精神卫生专业人员

前往湖北，为患者和医务人员提供专

业的心理咨询和危机干预服务。

随着疫情平稳，援鄂医疗队陆续

撤离武汉，疫区居民和一线医护人员

的恐惧、焦虑等急性创伤反应也基本

过去，但“时间会抚平一切伤口”并不

完全成立。心理工作者们感到，心理

防疫战的“下半场”其实才刚刚开始。

从“紧急包扎”到
“纵深干预”

3月中旬，心理咨询师陈志林突

然感觉热线电话的“风向变了”。

从2020年1月24日开始，这位

伦敦大学学院心理学博士就在网上

公布了疫情心理困扰免费咨询热线，

还在多个社交平台提供在线咨询服

务。热线就像个“树洞”，超过三千人

拨通它，将内心的困扰隐秘相传。

疫情的不同时期，收到的倾诉与

求助也在发生变化。武汉市中心医院

眼科医师李文亮去世后的12个小时，

热线电话响个不停，有人诉说恐惧，有

人沉浸于悲伤，也有人将悲伤转化为

释放愤怒；湖北新增确诊病例近1.5万

的2月13日成了另一个节点，此后，

恐惧和焦虑的来电反倒慢慢少了。

防疫形势趋于平稳，陈志林明显

能感觉到，人们从最初对病毒的恐慌

焦虑以及寻求各种现实问题的解决，

转变到个人心理创伤、家庭亲密关系

的安抚和疏导。

武汉“封城”近两个月，几乎所有

人都被锁在家里，在相对封闭的环境

下，一些矛盾就此激发。

一位来电求助者告诉接线员，自

己与长辈在家朝夕相处，婆婆委婉地

提出希望她和丈夫“要个孩子”，这引

发了她的心理危机。疫情使得开学

时间一再推迟，孩子宅在家里，因为

上网课、完成作业等问题，与家长“相

看两相厌”，导致亲子冲突。

最艰难的那段时间过去后，一些

医护人员变得容易激动、经常发脾

气，听到“出门”“聚餐”等关键词会紧

张到哭出来。

“严格来讲，疫情初期心理援助

热线所做的工作更像是给受伤后的

心灵来个‘紧急包扎’。”湖北省社会

心理学会副理事长、湖北大学心理学

教授邓晓红说，短短30分钟的热线

里，接线员只能通过倾听、共情、接

纳、正常化、放松技术等稳定来电者

情绪，给予心理支持，初步评估有无

自杀或自伤风险，不能做深入的创伤

治疗。

步入心理援助的“换挡期”，咨询

量少了，但复杂的心理问题越来越

多，简单的“心理包扎”可能已经无法

满足需求。

邓晓红解释，人们对危机的心理

反应通常会经历冲击期、防御期、解

决期、成长期四个阶段——先是感到

震惊、恐慌、不知所措，之后想要恢复

心理平衡，但往往采用否认、回避等

不成熟的方式，接着开始接受现实，

寻求各种资源解决自己的问题。大

部分人能在几周或几个月后恢复社

会功能，不过，也有人无法恢复而罹

患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需要专

业的创伤咨询治疗。

无论是身处疫情“震中”还是“涟

漪区”，人们在亲历或目睹创伤事件后

受到冲击，一个月内反应症状严重异

常的被称为急性应激障碍（ATSD）。

要是三个月后仍不好转，就可能发展

为PTSD。闪回、易怒、高警觉、回避

与麻木等都是PTSD的症状。

邓晓红估计，灾后的三到六个月

是心理疾病的高发期，感染者、被隔

离人员、一线工作人员、丧亲者、儿童

和老人都可能是PTSD或病理性哀

伤的高风险人群。心理援助工作者

应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尽早对这部

分人群进行评估、筛查、干预和治疗。

沉默的人
“能主动求助的人，一般说来反

倒不太严重，一是懂得宣泄，二是很

快得到了帮助。”疫情期间，广东省人

民医院心理咨询科主任尹平倾听过

病患的焦灼绝望，以及被恐惧吞噬时

的无助。相比之下，他更担心另一群

人，那些没有“发声”的人。

2月 24日，在国家卫健委安排

下，包括尹平在内的30位心理专家

组成广东第24批医疗队驰援武汉。

5人一组，分别对接武汉6家医院，他

带领广东省人民医院的5人“心理小

分队”进驻武汉亚心总医院。

疫情之下，生死忽然变得稀松平

常。一位五十多岁的女性先后失去

了丈夫和父亲，自己也被确诊轻度感

染。10天后，当尹平进入隔离病房

再次看望这位中年女子时，她的母亲

也因感染离世。

尹平明显感到对方情绪低落，可

即便这样，她依然不愿与任何人说

话，并拒绝了心理援助。尹平理解这

样的心情，当一个人沉浸在极端的哀

伤中，不一定有动力去求助。“心理援

助尊重的原则是主动打开，对方不需

要，我们不能强做。”尹平给她开了少

量的抗抑郁药。几天后，这位轻症患

者出院。

“灯火万家独少一人，几周、几个

月甚至一年后，如果‘丧失’的伤悲突

然回来，谁去帮助她？”尹平说，这些沉

默的人，可能恰恰是最需要帮助的人。

伤害将以常人难以想象的方式

持续追随。汶川地震后，部分志愿者

在几个月内无法关灯入眠，震后数年

仍担心石块掉落。有中学生一夜之

间退回3-4岁孩子的状态，夜晚要蜷

缩在父母中间才能入睡。一位当时

参与过心理援助的精神科医生解释，

心理学上这叫“退行行为”——蜷缩

着身子、感觉回到母亲子宫里的状态

能给他带来安全感。

来武汉之前，尹平和队友们接到

的任务很明确：保证医护人员的心理

健康，为病区内的患者提供力所能及

的帮助。患者一旦出院，很难持续跟

踪。这位进过SARS隔离病房，也参

与过汶川地震心理援助的专家一度

产生了“英雄无用武之地”的落寞。

灾后心理援助和日常的心理咨

询有很大不同。后者是求助者在认

定自己有问题的前提下主动找专家，

而前者需要专家们去挖掘病人——

无论对精神科医生还是心理咨询师，

这都是个挑战。更何况，隔离让很多

援助只能在线上开展，观察不到对方

的表情、动作等非言语信息，可能会

遗漏掉有价值的信息，咨询师和求助

者之间也很难建立良好的关系。

要了解帮助他们，就要离他们近

些，再近些。但即便线下，尴尬也存

在。在武昌方舱医院，中南大学湘雅二

医院教授谭立文先是联系各个医疗队，

发放心理量表“摸底”患者的心理状况，

但收上来一看，病人不好好填，量表质

量很差，很难开展PTSD的早期筛查。

丧亲者难题
疗愈武汉的心理创伤，注定要付

出比震后汶川更多的努力。

摆在心理工作者面前的哀伤议

题正逐渐浮现。截至3月30日，武汉

一地就有2548名患者因为感染新冠

肺炎离世，因常规诊疗停摆导致的死

亡病例更无法统计。

2月28日“头七”那天，武汉人王

晨没有办法为母亲做任何像样的祭

祀，她在网上花60元买了以往只需

二十多块钱的水果，没有肉，更不可

能买到香烛纸钱。

邓晓红解释，在中国文化中，祭

奠活动能让丧亲者通过“尽礼”而“尽

孝”，减轻自己的内疚、自责和失落

感；哀悼礼仪和习俗还能增加丧亲者

丧失的真实感，在心理上逐渐完成与

逝者的分离，从而接受亲人离世的现

实。非常时期，丧亲者无法和亲人的

遗体告别，更无法用惯常的丧葬仪式

祭奠逝者，“这使得他们没有机会表

达和处理自己的哀伤，增加了罹患

‘病理性哀伤’的风险。”

清明、中秋，包括下一个春节，都

可能是王晨这样的逝者家属难以面

对的日子。王晨从不主动回想任何

过往情节，记忆却常常自动惊醒她，

身体也在通过独有的方式进行哀悼：

不怎么想吃东西、睡不着、噩梦连连。

“传染病和自然灾害还不一样，

除了怨天，更多是在尤人。总是去愤

怒、抱怨为什么不早点封城，为什么

不及时上报……各种想法都出来

了。”谭立文说，当你责怪别人，就不

能很好地接纳和消化自己的心理问

题。

对于丧亲者，心理咨询师王劲松

的建议是：试着写一封给逝者的信，

与亡灵对话，“任何情绪、压抑都会成

为问题，表达出来就是一种释放”。

他希望丧亲者的亲友给予关怀与守

护，告诉丧亲者“亲人的离世，不是你

的错”。

情感上的支持可以来自家人和

亲友，也可以来自更广泛的社会公众

和政府。全国致哀也是一种大规模

的“集体疗法”——疫情会导致整个

群体的应激反应，而致哀是从国家层

面的安抚。

对于那些无法接受亲人离去现

实的人，心理工作者需要从传统文化

和心理学视角，帮助他们度过哀伤

期，最大可能减少病理性哀伤。邓晓

红介绍，哀伤咨询师要接受专门的哀

伤咨询训练，可以通过让丧亲者了解

逝者的抢救过程、临终遗言等获得真

实感。另外，可以允许丧亲者通过整

理逝者照片等方式，与逝者保持联

结，这对丧亲者接受现实、适应生活

和疗愈哀伤也有重要价值。

哀伤咨询和创伤治疗涉及面广，

单靠心理咨询师无法很好完成，需要

精神卫生医疗机构、社会心理服务机

构共同参与。

避免
“战时一哄而上，
战后一哄而散”

3月下旬，湖北各地以最高规格

送走了一拨又一拨的医疗队。3月

23日，尹平所在的广东省第24批医

疗队也从武汉撤回。

汶川地震时，尹平随广东省医疗

队在震中映秀镇待了一个月。分批

撤离时，部队的军车先走，当地百姓

夹道欢送，他发现每个人的面部表情

都特别难受——驰援的医疗队让很

多丧亲者获得了安全感，大规模撤退

对他们而言本身就是一种伤害。

轮到自己也要撤的那天，队员们

结伴合影留念。尹平站在一旁默默

看着，他再次察觉到了当地百姓的情

绪波动，“我们可能真的忽略了当地

人的感受”。

汶川地震救援结束返回工作岗

位后，尹平曾提出重返灾区，他知道

哪些人有心病，需要再去跟踪。“当时

正常工作了，你怎么抽出时间去？费

用谁出？一系列的问题。”

“咱们搞心理干预的，不能疫情来

了一哄而上，疫情过了一哄而散。”尹

平的同事刘向欣说。2008年被认为是

国内灾后心理援助元年。当时，各地

心理援助队伍基本各自为政，一次次

主动去灾区收问卷、做评分，直到灾区

挂出“防火防盗防心理咨询”的横幅。

有些心理咨询师只是打开了伤口，却

没有能力或时间包扎，就离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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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疫情平稳，援鄂医
疗队陆续撤离武汉，疫
区居民和一线医护人
员的恐惧、焦虑等急性
创伤反应也基本过去，
但“时间会抚平一切伤
口”并不完全成立。

湖北大学心理学教授
邓晓红估计，灾后的三
到六个月是心理疾病
的高发期，感染者、被
隔离人员、一线工作人
员、丧亲者、儿童和老
人都可能是PTSD或
病理性哀伤的高风险
人群。心理援助工作
者应做好打持久战的
准备，尽早对这部分人
群进行评估、筛查、干
预和治疗。

应当组建一支训练有
素、专业化、规范化的
心理援助志愿者团队，
而不是临时招募、匆忙
培训、紧急上阵。不
然，下次重大灾害发生
后，“战时一哄而上，战
后一哄而散”的现象还
会重现。

心理防疫战的“下半场”才刚刚开始。图为苏州市心理卫生中心热线办公室，心理咨询师在接听来电。 新华社❘图


